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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抽象与革命：利西茨基与俄国先锋派艺术中时空模型的重构
Geometric Abstraction and Revolution: El Lissitzky, Russian Avant-gard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Model

潘靖之  　Pan Jingzhi

摘要：本文从抽象的乌托邦变体——几何抽

象出发，探讨了革命与俄国先锋派艺术中时空概念

重构的关系。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断

层触发了艺术在同一层面的革新。以利西茨基为首

的俄国先锋派艺术家通过在绘画、摄影、展览和理

论的实践中引入时间作为构成性因素，利用数学范

式——轴测法和蒙太奇等策略对多种媒介进行形式

操纵与建构，批判了传统古典透视中时间和空间的

分离与僵化，并最终重构了抽象艺术中的时空模

型。这一重构标志着艺术创作从“图像文化”向

“物质文化”的转变 ，也对应着列宁政治经济学中

所包含的革命愿景，实现了新秩序的构想和意识形

态的重塑，记录了革命时空的能量并为后世艺术提

供了不竭的灵感来源。

关键词：几何抽象，革命，时空模型，新秩

序，俄国先锋派

Abstract: Starting from geometric abstraction, an abstract variant of utopi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tio-

temporal concepts in Russian avant-garde art. The historical faults brought about b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triggered the innovation of art on 

the same level. Russian avant-garde led by El Lissitzky introduced time as a formative 

factor in painting, photography, exhibition and theoretical practice, manipulates and 

constructs the forms of various media through mathematical paradigms, such as 

axonometry and montage, criticizes the separation and rigidity of time and space in 

traditional classical perspective, and finally reconstructs the space-time model in abstract 

art. This reconstruction m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tistic creation from “pictorial 

culture” to “material culture,” and corresponds to the revolutionary vision contained in 

Lenin’s political economy, realizing the conception of a new order and the reshaping of 

ideology, recording the energy of revolutionary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providing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later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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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1918年5月5日的演讲中把这段时期

描述为“过渡时期”，而非一段彻底的“革

新时期”，并强调这种“过渡”是一种极

端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状态。［4］

他说，革命形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要素”“粒子”和“碎片”都存在的一种

形式。［5］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平等和构成

要素，他将“宗法农业经济”与“小规模工

业生产”，“私人财产资本主义”与“新

兴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

来。［6］从列宁的描述中可以发现，“过渡

时期”因为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交

错，导致了时间的非同步架构；而社会形态

与时间的异质并存则使得整个俄国处于一种

支离破碎的状态。针对这种状态，十月革命

审时度势，提出了建立新世界，新的“苏维

埃人”的诉求，“求新”与“生产”成为

当时的乌托邦愿景，整个俄国希望在“要

素”“粒子”和“碎片”的层面重新进行组

织分配，进而代谢产出新的苏维埃世界。列

宁政治经济学中对于革命要素和革命愿景的

定义对当时的俄国先锋派艺术家来说是重要

的指导思想，也因此成为了这一时期新美学

原则建立的核心。

在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系列中，这种

新的组织编排方式已初见端倪。那些大大小

小，不同组合的几何图形，不管是受到军事

地图的启发，还是神秘学或圣像崇拜的指

引，如果不能理解它们的确切涵义，至少

能够感受到图像矩阵在排列上纳入的一种

节奏和强度。尤其是在1915年彼得格勒的

“0.10”展览上（图1），并置的各类至上

主义几何图形传递出一种新的时空观念，跳

脱了作为人类生存空间的叙事时空。马列维

奇将这种以几何形式构建的世界称为“非物

象的世界”（non-objective world），它

的建立旨在脱离传统绘画对有形世界拟人化

的模仿，使得人们对艺术品的感知不再拘泥

于具体的图像学描述，即对物象的识别和对

既定生活空间的感知。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体系的形象化，艺

术中的几何学其实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世界秩

序。柏拉图曾将基本的几何形式作为“宇宙

秩序的感官对等物”与宇宙的结构单位等同

起来，为几何艺术提供了哲学基础，使其成

为表达这一秩序愿景的手段。［7］非物象世

界通过不同几何色块的排列，以及冷暖色块

之间凭借密度、体积的对比而造成的动态，

营造了一种感知上的节奏化——通过物体在

视错觉层面形成的震颤、跳动和位移来实

现。节奏被至上主义视为改变世界的艺术方

法的主要手段，它作为艺术与现实的一般起

点，在某种程度上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

“世界的肉体”相类似。［8］节奏的本质是

利用图像的动态性建构将空间时间化，从而

调动一种感官上的关于新的秩序的体验。根

据马列维奇自己的描述：对于新的艺术文化

来说，“物体已经像烟雾一样消失了”；其

中新世界的建构在“运动的动态性”和“绘

画可塑性的动态性”中最为重要。［9］这种

动态性正是节奏的表达。

由马列维奇领导的俄罗斯“新艺术斗

士”小组（UNOVIS）将他的理想几何学进

一步转化成了具体的材料和日常形式。几何

创作不仅局限于画布，还出现在建筑表面，

甚至具体的建筑实施上。新的艺术实验的发

起者不再限于工作室里的艺术家，而是成为

联合其他各行各业工作者的集体活动：“我

们呼吁行动……不仅是那些‘创造’艺术的

人，还有我们的同志们——铁匠、铜匠、石

匠、水泥工人、铸工、矿工、纺织工人、裁

缝、女帽匠，以及所有制造我们这个功利世

界的东西的人。”［10］从这里，我们不难看

出马列维奇试图让艺术创作和现实世界的革

新在同一层面发挥作用，通过引入新的时空

观念、节奏运动和秩序以造成感觉和体验上

的转变，从而达成社会层面的转变。

但是马列维奇对新世界和新秩序的号

召并不彻底，他提出的要让画布破裂，成为

无垠的宇宙空间的设想更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比如，他的《黑色至上方块》（Black 

引言

当时间回到20世纪初，俄国先锋派

艺术家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艺术创作有着

截然不同的实践——卡济米尔·马列维奇

（Kazimir Malevich）的非物象绘画迅速崛

起，至上主义（Suprematism）凭借一种

带有宗教和神秘学意指的几何图形迅速替代

了传统的再现类艺术表达。随后，马列维奇

的门徒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在

继承至上主义遗产的同时发展出一种激进的

抽象——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如

果仅仅从艺术史的角度将这种转变视为一种

流派或风格的转变，那么令人费解的是，抽

象艺术的突变似乎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最初，由康定斯基打响的抽象艺术的第一

枪，目的是创造一种完全不对外部世界进行

指涉的“纯粹抽象”，取法的是音乐形式。

而当抽象发展至至上主义和建构主义，“抽

象”仿佛被偷换了概念，它本身，至少从构

成要素来看，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几

何形状，甚至是对实在的物质材料的引入。

由此，几何抽象更像是抽象艺术中的“例

外”或“变体”，但正是这种例外赋予了抽

象一种新的品质和组织特性。

要理解这种风格变化上的结构性鸿沟涉

及两个与“时间”相关的议题：一是对艺术

史发展的生物性隐喻的质疑。乔治·库伯勒

（George Kubler）在他的著作《时间的形

态：对事物历史的评论》中指出，将风格作

为生命阶段序列的生物隐喻在历史上是具有

误导性的，因为这个序列暗含了一种生物时

间，由统计上可预测长度的不间断的持续

时间，即生命的连续事件（从“出生”到

“死亡”）组成。［1］然而，默认的生物时

间忽略了艺术并非具有自主性的有机体，

继而也就不是具有连续发展阶段的独立系

统。［2］将生物时间从单一的、线性的时间

认知中剥离，揭示了时间的异质性与其形态

的多元化。基于此，如果不把抽象理解为一

种具有连续序列发展过程的风格，便可引入

另一种时间形态——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

间歇性的、多变的，其间的每个行动都是间

隔的，而非连续的，且行动之间的间隔在持

续时间和内容上是无限变化的，长短、密度

都具有不确定性。［3］如果按照历史时间的

认知模态，就不会对抽象的突变感到诧异，

因为这一变化的发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俄国十月革命，历史时间的撕裂在艺术中通

过感官形态层面的置换开启了新的时空行动

的具体形象，抽象也因此发展出新的乌托邦

变体——几何抽象。由此，我们可以引出第

二个更为具体的议题：革命与艺术时空概念

重构的关系，这也是下文将要论述的重点。

一、几何元素与革命愿景

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促使当时占

主导性的物质和象征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

1. “0.10”展览，1915，彼得格勒

2. 马列维奇，《黑色至上方块》，布面油画，79.5×79.5cm，1915，特列亚科夫画廊，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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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atic Square，图2）能够起到的作

用是将图形本身从画布基底中分离出来，使

得作为背景的画布失去效用，从而暗示了一

种空间上的“虚空—无垠”。但至上主义的

秩序如何建立，新的世界如何打造，并没有

在马列维奇的作品中得到可视化的呈现。因

此，至上主义在创作上更接近于一种神启，

成为与圣像崇拜类似的神秘学艺术。相比之

下，利西茨基进一步探索了艺术中时空模型

的重构，以及这种重构对革命形势回应的可

能性；并且，当至上主义走向尽头之时，他

将其延伸到了一个更加可感可知的时空。他

的《普鲁恩》系列（Proun Series）作品

被视为这一时期的经典。普鲁恩，发音为

“pro-oon”，是利西茨基创造的新词，

指的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抽

象作品。虽然利西茨基宣称这个名字没有具

体的含义，但它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版“维

新计划”（Project for the Affirmation of 

the New）的首字母缩写。［11］在利西茨基

看来，《普鲁恩》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空

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与马列维奇的图形抽象策略不同，利西茨基

引入了具体的物质媒材，比如木头、金属、

锡箔和砂纸等类似于建筑材料的元素进行了

建构实践。这些物质作为“要素”“粒子”

和“碎片”进行重新整合，意味着在材料层

面而非图像层面与现实相关［12］，表明日常

生活中的物质转变事实逐渐占据审美生产的

新视野。进一步地，利西茨基将他的《普鲁

恩》定义为“绘画和建筑之间的中转站”，

这表明《普鲁恩》的性质已经不能藉由现有

的艺术分类，即绘画、雕塑等的分类来定

义。它既不是绘画，也不是建筑，但是结合

了绘画和建筑的共同要素，是一种艺术秩序

上的打破和重建。尽管早期的一些《普鲁

恩》看起来和建筑图纸类似，但它们不具备

实施的功能性，而是更像具有指示性的革命

蓝图，以引导大众去建构一个新的世界。在

这个新世界的构建中，古典叙事中不可逆的

逻辑递进和因果关系被摒弃，一种基于数学

范式的创作策略被引入，并被纳入以轴测法

（axonometry）为基本原则的拓扑空间/时

间变换序列与抽象实践当中。

二、轴测法、新机制与革命的时空场

轴测的意思是“沿轴测量”。根据空

间中投影轴的选择，图形被投影在不同的方

向上，并由此形成二维和三维之间的延伸、

后退或振荡（oscillation）。轴测法的引入

意义重大，因为它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绘画以

往的静态空间模型。利西茨基指出，轴测法

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线性透视法的颠覆，后者

压制和固化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视觉认

知。在线性透视法中，一个矢量将一个想象

中的最高先知——在空间和时间中具有人为

固定的单视点位置——与一个指定的消失点

连接起来。［13］位于透视系统不同位置的静

态对象邀请观者通过定量的、可测量的单位

依次接近客体，由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

间被整齐、匀质地排列。［14］同时，空间的

延伸也按照时序排列的进程朝向单一方向的

消失点，形成了虚构的指定的景深。这种古

典时期建立的“科学”透视法的最大问题是

阻碍了视觉的动态性，分离了时间与空间，

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导致了古典与先锋派理

论的分野。在轴测法中，选择和建构替代了

“指定”。通过不同投影轴的选择投射出不

同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个相互

连接但富于变化的空间统一综合体，并将时

间作为构成性因素引入，［15］由此展现了形

态拓扑变换的相互作用。利西茨基在马列维

奇的至上主义中把时间描述为“力量的动态

强度”，他认为这种新的视觉效果不是基于

“可测量的”平面或深度透视叙事，而是基

于张力的关系：“新的光学发现告诉我们，

两个具有不同强度的区域，即使它们在同一

个平面上，大脑也可以感知到它们与眼睛的

不同距离”［16］。两种强度之间存在着一种

能量的对位，这种能量在利西茨基的作品中

进一步被可视化为 “时空场”——“一个

多维的、真实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

可以不带伞出去散步，空间和时间是可以互

换的，可以合二为一”。［17］

著名的《8个位置的普鲁恩》（Proun 

8 Position，图3）直观地展示了基于轴测

法的拓扑结构的错位与变换。这个大方块可

以旋转，可以垂直观看，也可以像蒙德里安

的菱形画一样（站在四个点中的任何一个点

上）观看。而在利西茨基的另一件作品《普

鲁恩2C》［Proun 2（Construction），

图4］中，不同的材料，如金属、纸张和木

块被黏合在一起，使其具有多样的纹理表

征。色彩在这里成为材料的标志，旨在为

突出材料的物质性而服务，从而产生体量

（volume）的观感。此外，由于画作中的

每个元素都并非定位于正交坐标，而是安置

在一个微妙的倾斜角度上，再加上平面与立

体的视错觉转换效果，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

丰富的动感。《普鲁恩2C》的多个投影轴

邀请观者通过联想和想象进行自主选择，通

过不同方向上投射的可逆的时空连续体，形

成了循环往复的“环形感知”。从这个意义

上说，《普鲁恩2C》似乎已然不是一幅绘

画，而是和装置（设备）一样活跃，可以被

翻转和检测。事实上，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

度观察《普鲁恩2C》，整个装置的方向将

会改变：如果垂直悬挂，作品的重心似乎向

观者的方向落下。在设备的右侧，一个表面

有金属纹理的立方体由两块木头连接。较低

的连接位置产生了立方体即将向画面外倒下

并脱落的错觉；如果水平放置，具有金属质

感的立方体将呈现左转的运动趋势；如果我

们将画面倒置，所有的元素似乎都在沉重地

下滑，就好像我们能听到金属掉落敲击地

面的声音。利西茨基的《普鲁恩》通过图

表化、装置化等一系列模糊绘画边界和认

知模式的策略，试图揭示正在进行的革命

的辩证法，并通过动态性，以及由此产生

的绘画形式的非物质化，唤起黑格尔世界精

神的到来。［18］

在利西茨基的概念和艺术实践中，由

选择和建构触发的创造性生产的时间结构代

替了传统绘画暗含的线性时间结构，象征着

“科学”透视的古典理性已被新的艺术实验

所征服。新先锋派的艺术愿景是将数学（轴

测法）的清晰性注入动态的和非理性的艺术

形象当中。［19］利西茨基对艺术时空概念的

个人诠释集中体现在他的《艺术与泛几何

学》（A. and Pangeometry，1925）这

篇文章中。文中他思考和批判了传统的阿

尔贝蒂式的对眼睛判断的绝对认可，试图

以数学和相对论概念的演变为线索，从基

本的、有节奏的形式和透视，到“无理的

（irrational，这里取其数学概念，指的是

无限不循环）”无限时空，来理解视觉思维

和空间建构系统的演变。［20］无理表征系统

的构建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方法论上的复杂转

变，即俄国战时“落后”的艺术应当向“先

进”的数学和相对论靠齐，通过“无理”的

概念，从纯粹的空间性向时空连续体过渡，

从而在艺术中实现社会变革中对“求新”和

“生产”的要求。利西茨基的文章既清晰地

表达了先锋派的时空观念，也是其二十年来

在艺术实践中对空间和时间进行彻底改造的

艺术实验的哲学综合，在发展新的时空模型

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对于利西茨基来说，轴测法同时也成

了艺术实践中回应革命形势的工具。一方

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所处的混

乱当中，通过借由建筑概念的引入，以轴测

法为创作核心的《普鲁恩》系列充当了新世

界的参考索引，以及革命现实的理论模型；

另一方面，通过轴测法实现的建构主义意在

将旧世界的碎片去物质化，重新在新的语义

系统中实现新世界的编排。因此，虽然利西

茨基引入的是“物质材料”，但他所强调的

是一种“去物质的物质性”（a-material 

materiality）。这种创造性的概念不仅解释

了他为什么要用“去——抽象”的方式来

表达抽象，也将他与痴迷于物理材料和结

构而局限于功利主义的同时代艺术家区分

开来，比如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和他的反浮雕。利西茨基尖锐地批

评道：“塔特林和他的同事们的优点在于，

他们使画家习惯于在实际空间和当代材料上

工作……但这一群体达到了一种物质拜物

教，忘记了创建一个新计划的必要性”。
［21］同时，利西茨基还通过轴测的数学范式

编排了一种基于操纵时空连续体的节奏，以

激发公众的政治意识和对建构新世界的乐观

主义。他的《普鲁恩》系列和马列维奇的方

块系列都可被视作一套有节奏的抽象序列。

激进的抽象节奏与革命的节奏在不同层面上

相互作用，使得这样一种时序节奏开辟了新

的行动时空的潜力，带来了政治后果。

此外，利西茨基的艺术实践旨在最大限度

地调动观者的能动性。他向观众或集体发起挑

战，让他们参与进来，成为生产者。这与马克

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主张的那种社会理想是一

致的，根据这种理想，一个人不局限于一种

活动，而可以从事任何其他活动。［22］因此，

在利西茨基的《普鲁恩》系列中，“参与”

代替了传统的“观看”：

我们看到《普鲁恩》的表面不再是一幅

图画，而是变成了一个我们必须绕着它转的

结构，从四面八方看，从上往下看，从下往

上看。结果是画中与水平方向成直角的轴线

被破坏了。绕着它转，我们就进入了太空。

我们已经使《普鲁恩》处于运动状态，因此

我们得到了一些投影轴。［23］

《普鲁恩》的编排节奏及其所包含的

创造性生产时间都强调了人的意识作为建构

主体的重要性。面对普鲁恩，观众不再是

单纯的沉思，相反，他们需要进入这个空

间去寻找轴线，与艺术家一起探索和建造

这个空间。利西茨基试图用轴测法排除与

观众视点相关的所有因素。他希望将观者

从重力和传统的观看模式中解放出来，激

活观者的意识，从而颠覆整个感知系统。

这种实践标志着抽象艺术从形式抽象向概

念和意识抽象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革命

性审美体验的对象不再是艺术客体，而是

建构和体验的过程［24］。利西茨基对人类

3. 利西茨基，《8个位置的普鲁恩》，金属箔、油彩和水粉画，98.6×98.6cm，约1923，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渥太华

4. 利西茨基，《普鲁恩2C》，油画、纸和涂金属漆的木头，60.0×40.0cm，约1920，费城艺术博物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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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在构建新世界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实际

上体现了梅洛-庞蒂的知觉优先哲学。这种

邀请观众参与的过程，反映了他对艺术家与

观众关系中潜在危机的意识。在革命的紧急

情况下，“超然”的审美态度不再合适，

“凝视”或“沉思”都是腐朽和缺乏活力的

旧世界遗毒，不再适用于一个破碎且搁浅

的世界。正如这一时期“新视野”的艺术

家和理论家亚历山大·罗钦科（Alexander 

Rodchenko）所提出的凝视的“革命性”

认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所看着的”，我们

没有看到物体的不寻常的视角和他们的收

缩，我们这些被教导去看平凡和熟悉的人必

须重新发现可见的世界，我们必须彻底改变

我们的光学/视觉识别，我们必须揭开我们

眼睛上的面纱。［25］

对建构和体验过程的强调在艺术创作

层面增加了形式的复杂性，并延长了艺术

体验的感知时间。这与以什克洛夫斯基、

泰尼亚诺夫和艾肯鲍姆为中心的形式主义

圈子在当时提出的艺术作品的“陌生化”

（estrangement）效果相一致，其目的是

质疑既有意识形态下的形式僵化，进而激

发一种观念的更新。［26］在利西茨基的《普

鲁恩》实践中，轴测法是使感知系统陌生

化的方法，而可逆性则是形式复杂化的表

征。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

称这种可逆性为“激进的可逆性”（radical 

reversibility），并认为这是成就利西茨基

独具个人特色的建构性思想的精髓。可逆美

学的实现并不是简单的三维或动态的实现，

它是一个从二维到三维再回到二维的“建

构”过程。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它意味着对

利西茨基作品的关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合成

的几何作品，或是图表化的艺术形式上，而

应当明白它的本质是一种旨在破坏空间认

知的互动机制。［27］通过可逆的重复，审美

的体验被最大化，带来了当下时间的“增

厚”，蕴含了一种持续潜伏的可能性。这种

对于时间与革命潜能的认知呼应了本雅明的

召唤：不要“像玫瑰经的念珠一样讲述事件

的先后顺序”，而要把握现在与过去形成的

“星丛”，以打造革命的未来；我们可以

“打开历史的连续体”，并通过从时间中找

出“它所蕴含的东西”来激发当下。［28］在

增厚的时间中，观众得以在听觉、视触觉

等总体感官的基础上去构想一种与真实建

筑材料互动的体验，从而不仅在视觉上创造

了一种动态的三维效果，而且也实现了马列

维奇的要求，即艺术家的职责是将我们周围

刺激我们感官的能量系统可视化［29］。这意

味着抽象不再仅仅是一种风格或流派，而

是成为一种应对生活形式的组织方式或品

质，是现实的革命和艺术创作的革新共同

起作用的产物。

三、建构主义—蒙太奇主义的革新进程

利西茨基的普鲁恩美学在他后期为展

览设置的“展示房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

现，想象中的建构被现实中观者的行动所替

代，使其在思想上和身体上都成为《普鲁

恩》理想世界的参与者。《普鲁恩房间》

（Proun Room，图5），作为《普鲁恩》

项目的高潮，被利西茨基认为是“我最重

要的作品”。 房间的六面都采用了装饰方

案，颜色被简化为黑、白、灰和木头的本

色，通过墙壁上的形式操纵对观众的运动方

向进行引导和互动。整个房间是对《普鲁

恩》拓扑空间的转化，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

产生结构的方向。弗兰普顿（Frampton）

指出，“利西茨基试图通过叠加的浮雕元

素，在视觉上破坏给定空间的约束墙，并

从中创造出一个新的至上主义-元素主义实

体。” ［30］对锚定墙的破坏意味着房间的

物理实体被一个新的拓扑结构去物质化和去

边界化，整个空间的存在方式由静态变为动

态，“作为造型形式的新组成部分，时间现

在成为被考虑的主要因素” ［31］。尽管之前

观众的思想和眼睛被普鲁恩作品的形式和

构成所引导，现在他的身体和行动也将被

引导，以使其进入一个在智力和身体层面

被同时激活的，作为整体的、强大的感知

共同体。

除 了 《 普 鲁 恩 房 间 》 ， 1 9 2 6 年 ，

利西茨基又为现代艺术贡献了两个特殊

的空间：一个是为德累斯顿国际艺术展

（Internationale Kunstausstellung）设

计的临时空间——《建构主义艺术房间》

（Raum fur konstruktive Kunst ，图

6），另一个是在德国汉诺威省立博物馆

（Provinzial museum in Hanover）为抽

象艺术设立的永久空间——《抽象橱柜》

（Abstraktes Kabinett，图7）。这两个展

示房间的墙壁上都安置了均匀间隔的板条，

一面漆成白色，另一面漆成黑色。随着观看

者的移动，墙壁呈现出从白色到灰色再到黑

色的渐变过程，且这个过程是可逆的。观者

与墙面的相对位置代替了普鲁恩作品中的轴

线，色彩的变换代替了想象空间的转换。此

外，鉴于观众的参与是产生可逆性的重要因

素，利西茨基在展厅中选择了滑动金属网格

覆盖部分画作，鼓励观众动手操作，去探索

和发现隐藏的作品，以及作品与空间关系的

筹措。在对环境和作品的控制中，在复杂的

触觉与视觉的综合中，在主体位置的动态

中，利西茨基创造了一个艺术整体，接近于

空间和时间的活跃互动［32］。这个想法走在

了时代的前列，他不满足于传统地把艺术放

在一个隐喻的祭坛上沉思和崇拜它，而是致

力于发展一种普遍的形式，邀请公众成为艺

术创作的一部分。

《普鲁恩》作为蓝图、计划和说明书，

以及展示房间作为行动空间的策略，反映

了艺术客体和观察者之间关系的图形模式

的变化，即观众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不再

是“观看”（seeing），而是“制作”

（making）［33］。 这一关系转向背后对应

的是在更大的革命背景（俄国十月革命）之

下，艺术创作的范式转变，即本杰明H.D.布

赫洛（Benjamin H.D. Buchloh）提出的

从faktura到factography的转变［34］。在

faktura中，作品被理解为物质过程的痕迹

（图像事实）；而在factography中，作品

通过某些策略，比如蒙太奇的对比，构成了

对记录下来的“事实”的语义化。［35］为了

解决革命情境下的“受众关系危机”，包括

利西茨基在内的许多先锋派艺术家都转向了

factography，这为他后期的蒙太奇宣传提

供了解释。 

尽管马列维奇对利西茨基“建构主义-

蒙太奇主义者”的称呼略带讽刺意味，但

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手法反而成为利西茨基

时空概念革新的又一核心策略。在他后期

的作品中，无论是多重曝光的摄影作品，

还是他受托于苏维埃政府策划的在国际新

闻展览（Pressa）上展出的苏联馆，都体

现了蒙太奇策略对时空的拼贴和重构。在

他的一幅名为《构造者（自画像）》［The 

Constructor（Self-Portrait），图8］的摄

影作品中，经过六次不同的曝光，利西茨基

拿着圆规的手被叠加在他的头部照片上。整

幅作品明确地突出了艺术家的眼睛，它置于

建造者的手掌中央，代表着洞察力的传达，

也隐喻着摄影师（艺术家）作为建造者的身

份指挥着象征生产工具的圆规在背景中描绘

革命蓝图。利西茨基在他的蒙太奇摄影中反

驳了直接摄影所提供的单一的、未经中介的

真相的观点，这和他对古典绘画中单一消失

点的透视法的批判是一致的。他认为蒙太奇

在语义上的“编辑”和“拼贴”，能够促使

观众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同时，这些叠加于

5. 利西茨基，《普鲁恩房间》，1923

7. �利西茨基，《抽象橱柜》，1926（1968年

重建），德累斯顿

6. 利西茨基，《建构主义艺术房间》，1926，德累斯顿

8. 利西茨基，《构造者（自画像）》，银盐相片，13.9×8.9cm，1924

9. 利西茨基，苏维埃展示馆入口（阅览摄影蒙太奇的人们），摄影，科隆国际新闻展览博览会（Pressa fair Cologne），1928

4544



史与论 | Art History & Theory 

背景上的重重形式，也隐喻了革命所释放的

动态势能。在《建造者（自画像）》中，

利西茨基以艺术家、建构者、生产者的多

重身份出现，并始终与十月革命的目标保

持一致。

在他最著名的展览设计《苏维埃展示

馆》（Soviet Pavilion, Pressa上展出，图

9）中，利西茨基成功地在美学表达和政治宣

传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36］展览的主题

是“交流”，这也符合利西茨基对激活观者

意识，让观众与作品互动的不懈追求。他将

信息整合到各种装置中，其中大多数装置都

是可逆的，比如滚动的传送带、立体的星星

装置、锤子和镰刀——苏联的象征——以及

他在一个巨大的摄影装饰带中使用的蒙太奇

照片。［37］但在这里，利西茨基的创作理念

始终以审美为第一要素，而不是以政治取向

为导向，从而避免了对普鲁恩精神在美学实

现方面的让渡，并与激进的革命氛围良好地

融合在一起。事实上，蒙太奇的使用本身就

暗示了利西茨基想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前卫人

物的愿望，它不但标志着对艺术作品的理解

在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证明了他在整个20

世纪初的愿望，即创作出能够在现代运动的

前沿占据一席之地的艺术作品，同时保持对

大众和有意义的艺术创作原则的忠诚。［38］

而在这一时期的俄国，蒙太奇也成了苏联电

影建构和认知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爱森斯坦

的《战舰波将金号》还是维尔托夫精心编排

的基于手势和身体动作的节奏蒙太奇电影，

都围绕着这一手法将同时代的体验编织进碎

片化的处理当中。理论家兼编剧谢尔盖·特

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akov）认为蒙太

奇既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形势的

工具，［39］与轴测法一样试图在时空层面重

新组合这个破碎的世界。

结语

20世纪初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断层触

发了艺术在同一层面的革新，实现了社会革

命与审美革命的同频共振。对时间的关注和

引入，以及利用数学范式——轴测法和蒙太

奇对多种媒介的形式操纵与建构，意味着

艺术创作从“图像文化”向“物质文化”

的转变，［40］也对应着列宁政治经济学中所

包含的革命愿景。在这一时期的《普鲁恩》

绘画、摄影、展览和理论中，利西茨基继承

了导师马列维奇的衣钵，重构了抽象艺术的

时空模型，分析并反驳了古典透视中时间与

空间的分离与固化，使得艺术与象征着前卫

和进步的数学与相对论理论相结合，发展出

“泛几何学”立场的前卫创作理念与程式。

利西茨基与俄国先锋派艺术家共同尝试“将

混凝土的坚固性、金属的光滑性和玻璃的反

射变成新生活的表皮”，［41］无论是在实际

操作层面还是作为一种隐喻，都表达了艺术

家介入社会变革的野心与热情。即便在利西

茨基创作生涯的最后，他放弃了绘画，转而

走向建筑、排版、展览和剧院设计等功利性

领域，也并不代表他对《普鲁恩》革命政治

理想的放弃，相反，可以视作他在“物质文

化”的真实空间中进行实践的决心。正如他

自己表达的那样：“我们从二维表面开始工

作，然后转向三维模型的构建和生活的需

要……通过普鲁恩，我们现在来到了建筑领

域——这并非偶然。”［42］在生活中对时空

的直接实验，恰恰证实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

关联，这种联系在相对论和拓扑学等科学语

言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表达，对后来的梅

洛-庞蒂的现象学研究和吉尔·德勒兹的时

间—影像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3］利

西茨基的泛几何哲学试图在空间中揭示时

间，在视觉上揭示无理性，在新的艺术语言

的实验中创建开放的、无层级的空间机制，

这实际上暗含了实现社会流动和解放思想的

隐喻［44］。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艺术中时

空模型的重构本质上是对新秩序的构想和意

识形态的重塑。

此外，《普鲁恩》作为形式操纵和关

系筹措的实验，改写了艺术品作为结果而非

过程的定论和抽象作为风格的有限认知。当

艺术向无理的无限时空发展，也就意味着新

的艺术结构和范式的生成，它们质询着艺术

与社会的融合程度，探索着艺术与革命在社

会组织层面的同一度，并通过艺术变革中所

包含的激进情感和生活形式的改造使得艺术

和政治在单一的乌托邦规划中合二为一，从

此，政治就是艺术［45］。尽管革命的时间作

为历史时间的断层不可复返，而艺术却能够

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视化记录，帮助我们再次

回顾和理解时间形态的异质与多样。革命的

激进可能不再能够通过文本材料给予人们感

官上的刺激，而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历史时

空却在艺术当中得以进行能量的传递，通过

马列维奇、利西茨基等伟大的俄国先锋派的

遗产不断重塑着我们的集体记忆，并同时成

为此后当代艺术不竭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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